
吴亡后的西晋时期陆机入洛、南北交融中才出现的盛
景，但在陆机的身上和文中包含了巨大的江南美学元

素。陆机之作，古人多用“繁”字评之。繁，一指其文之
类型多样: 《晋纪》四卷、《洛阳记》一卷、《要览》若干
卷、《晋惠帝百官名》三卷、《吴章》二卷、《吴书》、《连
珠》若干卷、《文集》四十七卷……如此广博的创作领
域，显示陆机在南北文化汇通中，把江南文化带入其中

并使之得到彰显，成为主流。二指其文之形式在追求
华丽这一主流特点时又包含了个性特点:“繁缛赡密”，
“工整绮练”。这里“繁缛赡密”是因容纳万有而显出
的艺术特征，“工整绮练”是整合南北而显出的形式面
貌。三是指陆机在繁密华丽的形式下由江南入北方，
以降将侍晋室，所遭受和要应付的种种环境而产生的

复杂心态，并在面对各种境遇和多样互动中努力突显

出来。因此，繁缛赡密、工整绮丽，内含着巨大的江南
美学内容，而这江南美学内容又成为了整个文化的主

流时尚。东晋以后，江南唯美风尚成为全国的主流，这
一唯美风尚主要体现在骈文里，以这一风尚为主旨的

萧统《文选》中，陆机作品为选入数量居冠，有二十八题
六十一首( 《演连珠》五十首计为一首) ，在曹植、潘岳、
谢灵运、颜延之、谢朓、任昉、沈约之上，可见陆机之文
被认为是既多且好，乃唯美骈文的最高成就①。而陆机
确实以自己的文学之美，登上了文坛的最高峰，又以这

一最高地位引领了文艺的时尚。陆机在当时的地位和
影响正如其诗所描绘的美人: “美目扬玉泽，蛾眉像翠
翰;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 《日出东南隅行》) 这
四句诗可以说正呈现了陆机的美学特点，以及内蕴在

这一美学特点中的江南风韵。
四、东吴与江南美学世界境界之开拓
三国时代，东吴在中原曹魏和西面蜀国的压力之

下，发展了自己的地理优势，即重视海军和海外开拓。

东吴发展起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造船业 ( 1955 年在广州
出土了东吴的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横

梁，说明有八副舱板，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 ，大

大提高了航海的安全度。当时，其万人以上的大舰队
经常航行于沿海岛屿和邻国之间。公元 230 年，卫温
和诸葛直带领兵士万人航行到了夷州 ( 今台湾省) ，这

是台湾与大陆往来的最早记录。公元 242 年，聂友和
校尉陆凯带兵 3 万人航行到海南岛。东吴还经常派使
者远航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派康泰和朱
应出使海南诸国，到了扶南( 今柬埔寨) 、林邑( 今越南
中部) 和南洋群岛等地，先后经历了 100 多国。海南诸
国的特产如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琉璃、玳瑁、翡翠、
犀角、象牙和珍奇异果等，涌进东吴，可以想象这类物
品激起了江南美学怎样的思考，又给江南美学带来了

怎样的新面貌。这些远航经历使康泰写出了《吴时外
国传》，朱应写出了《扶南异物志》。在海上交流中，扶
南国王范旃在公元 243 年派使者送来乐队，在孙权为
之在皇宫附近造的“扶南乐署”里向东吴宫女传授扶南
歌舞。大秦国( 即东罗马) 商人秦论也经由印度支那半
岛来到东吴，在建业居住七八年后始归。东吴的海上
开拓，把先秦以来的海上丝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

时也把中国的天下观由西向东进行了新的扩展，为先

秦以来的中国天下观加进了新的实际内容。正是这一
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让扬州成为了中国最

大的商业中心，并在唐宋之时造成了中国文化重心的

东移和南移。可以说，正是东吴时期江南的兴起，以及
与此同时展开的海上丝路的扩大，形成了江南地区新

型的天下胸怀。这一新的天下胸怀反过来又加速了江
南文化地域特色的形成，以及江南地域文化在全国的

影响力，以致在唐宋之后，让江南成为全国文化最先进

的地方，并让江南美学蔚为大国。

楚辞中的“江南想象”及其空间感
———从人文主义地理学观念来看

刘 彦 顺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本文所论及的楚辞中的“空间感”，不是在真实物
理空间中生成，而是通过语言描述而形成，是一种诗性

的江南空间想象。虽然此空间感来自语言描绘，但是
一旦形成，就会对真实物理地域造成影响，使得物理空

间主观化。当然，就楚辞的空间感而言，只是针对那些
受到楚辞中相应作品影响的读者而言的，即通过阅读

作品而获得深刻的记忆，这一记忆会与真实的空间相

联系或发生联想，从而实现一种人文主义地理学所称

的“地方想象”。同时，我认为，作品中所描述的空间绝
对不能与真实的空间或者地方史做等同或者比对，也

不能幼稚地认为，处在某一特定空间或地域的文学家

在其作品中必定机械地、被动地传达其地域文化，甚至
文学作品比如楚辞对于楚地的描绘，会赋予该地域以

文化意义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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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王运熙《陆机、陶潜评价的历史变迁》，《东方丛刊》2008 年第 2 期;王丽珍《太康之英与形式主义》，《青海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
跃进《陆机文学创作之繁》，《文学遗产》2001 年第 3 期。



一、楚辞中的“恋地情结”
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段义孚曾经使用“恋地情结”

来指称对一个地方的依恋，他说:“‘恋地情结’是一个
新词，可被宽广地定义为包含了所有人类与物质环境

的情感纽带。……这种反应也许是触觉上的，感觉到
空气、流水、土地时的乐趣。更持久却不容易表达的感
情是一个人对某地的感情，因为这里是家乡，是记忆中

的场所，是谋生方式的所在。”［1］( P196) 这标示着一种
新的地理学的产生，即超越于实证主义的地理学所进

行的客观、微观的研究方法，人文主义地理学侧重研讨
的是现象学式的地域空间感，它往往体现为对某一地

域的感受经验或者想象、描述。这一恋地情结同样适
用于楚辞中对江南故地那种不离不弃的情愫。
《楚辞》中所言地域及其名物在数量上极为繁复，
历来有不同的见解。宋代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
楚辞序》中曾说: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
地，名楚物。”游国恩先生也认为，《楚辞》中所述地理，
以《九章》之《涉江》《哀郢》为最详，如《离骚》之济沅、
湘，《湘君》之沅、湘无波，邅之道洞庭，遗佩之澧浦，《湘
夫人》之洞庭波、木叶下、有芷之沅、有兰之澧，《涉江》
之济江、湘、上沅水，《哀郢》之上洞庭而下江，《怀沙》
之沅、湘分流，《惜往日》之临沅、湘之玄渊，《渔父》之
赴湘流等等，皆属于江南之地，称为江南之水。游国恩
先生针对钱穆曾撰《楚辞地名考》一文认为屈原之放未
尝至江南提出异议，并做了大量考证，认为“屈子所欲
济之沅湘，断在今之湖南明矣”［2］( P43) 。
在《楚辞》中，“恋地情结”指向的当然是“楚国”，

甚至指向整个楚文化的历史文化传统。比如就屈原而
言，他的“恋地情结”来自于被家国除名，背井离乡，因
而，在楚辞中的“游”就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主题。此
“游”或是被迫的流放，或是诗人自发的旅行，而且这两
种“游”的方式往往缠绕在一起，不分表里。就前者而
言，抒情主人公往往意欲回到故土，在作品中以繁复交

错的楚地符号抒发故土的空间感;就后者而言，抒情主

人公又往往意图建立一个想象中的故土，以便在那里

安然栖居。
以《哀郢》为例，屈原在作品中描绘了郢都的水陆

路线，以此为核心来抒写所恋故土的空间感。其中大
量出现的就是“家门”意象。在这里，作为“建筑意象”
的家门完全转化为“地理意象”。诗人写到被迫离开郢
都，沿着都城的水门与水道离开，他说:“过夏首而西浮
兮，顾龙门而不见”、“出国门而轸怀兮”、“发郢都而去
闾兮”等，就一再地以“门”为界线。作为“建筑意象”
与“地理意象”交织的“门”，除了标示纪南城水路交通
便利、门户众多与诗人必须穿门而过之外，“顾龙门而
不见”还分明预示着“家门”再不可入的深意。在临近
离去时不断回望，最后的一个画面就定格在因为距离

渐远而再也看不见的“宫门”。除了“家门意象”之外，

还有与家园相反的“荒原意象”。如“曾不知夏之为丘
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在王逸的阐释中，就以夏为“大
殿”、丘为“废墟”，即诗人预感郢都即将化为荒原，“家
门”也即将荒芜。
在《哀郢》中，最为典型的“江南地理意象”还是耐

人寻味的“水道”。就其抒情的方式而言，作品采用了
在“回忆”中追溯并建立“空间感”。作为故土的郢都
越来越远，致使原来那些流畅贯通、联系四面八方的水
路系统，都因为遥遥相距而变得不相通了; 同时，也使

用这一“水道”的变化作为喻体，来表现自己心绪的杂
乱与郁结。诗人巧妙地将郢都发达的水路与自己的心
境相对照，先描述心情，再以都城内的水路作对照。
《哀郢》首句即言: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正因为如此，诗人离
去时总是徘徊不忍，即便“去终古之所居兮”，行船时仍
“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乃至于“出羌灵魂
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还说“背夏浦而西思兮，哀
故都之日远”，这一切都体现了极为繁复的江南水乡的
“水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意象。除了在水道中的
游历之外，《哀郢》中还使用了“登高”意象，“登大坟以
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
风”，来表达细腻的“恋地情结”，可谓极为典型的体现。
二、屋宇之感
“恋地情结”在空间感上还较为宏观，尽管真切，却
还不能免于泛泛，而对故地的“屋宇之感”则将这种“恋
地情结”落实得踏实而强烈。段义孚曾经指出，对农村
的屋宇与城市建筑的空间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比如:

“聚集的村落在景观上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当我们走
进村落时，会看到房子的轮廓以及在农田上矗立的树

木。比较起来，都市地区缺乏较显眼的可见物，每一社
区只占整个建筑区域的一小部分，分不清哪一区是尾

端，哪一区是开头。”［3］( P175) 虽然在楚辞中的屋宇不
仅限于村落，但是其空间感却极具“地方性”。
据今天的考古研究，当时的楚人对于居室极为重

视，徐文武在《楚国宗教概论》中提到:“在楚简中，室神
又称宫室，分别有称为宫、室。楚人对宫室的安全十分
关注，占祷卜辞中经常出现宫室是否平安。”［4］( P209
－ 210) 这都能反映出，“恋地情结”往往实现在空间感
最强的地方，即自己的“居室”及其相关的所在。比如
“宗庙”在《天问》中就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王逸曾经
指出，《天问》是诗人见到楚国宗庙、面对宗庙中的壁画
有感而发形成的作品。其《天问章句序》说: “屈原放
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
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
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
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

思。”
而在《九歌·湘夫人》之中，所抒发的空间感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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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浪漫超拔。如果说楚辞中的很多作品带有浓郁的江
南美学因子，是取自于现实的话，此篇中的空间感则是

完全自由地利用了江南风物，把它们作为一种可供自

己驱使的符号，构筑了一个梦幻中的屋宇: “筑室兮水
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
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
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由于“筑室兮水
中”，因而就有了“荷盖”、“紫坛”、“芳椒”、“兰橑”、
“薜荔”等散发着醉人气息的花草，除了描述视觉上的
酣畅之外，更把屋宇空间感的重点落脚在丰富的嗅觉

之上。通过这一浪漫构思的屋宇，所传达的就不再是
作为现实人文地理的楚地美学，而是《湘夫人》赋予了
楚地湘水以芳香诗学，赋予了“恋地情结”以亲切想象。
除了以“芳香诗学”为著的《湘夫人》之外，《招魂》

更是在招魂仪式中以富丽堂皇甚至奢靡无止的屋宇来

实现神灵的附体:

魂兮归来! 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贼奸些。
像设君室，静闲安些。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
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穾
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
泛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砥室翠翘，挂曲
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帱张
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室中之观，多珍怪些。
兰膏明烛，华容备些。二八侍宿，射递代些。九侯
淑女，多迅众些。盛鬋不同制，实满宫些。容态好
比，顺弥代些。
从以上段落可以看出，《招魂》以七百字之多来描

写宫室的豪华、奢靡，笔墨极为铺张，意象极为繁复多
变，辞藻华丽，繁类成艳。在《大招》中，对于招魂所利
用的屋宇描写，也同样集中在“美屋”、“美色”与“美
味”之上，而且“美色”与“美味”都杂陈于“美屋”之中:
“易中利心，以动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长袂拂
面，善留客只。魂乎归来! 以娱昔只。青色直眉，美目
媔只。靥辅奇牙，宜笑嘕只。丰肉微骨，体便娟只。魂
乎归来! 恣所便只。夏屋广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坛，
观绝霤只。”从《招魂》与《大招》来看，所描绘的“屋宇
之感”可谓视觉、触觉、嗅觉、肤觉、味觉乃至于全身感
觉的纠结与杂糅，与上述《湘夫人》一脉相承，都通过想
象赋予了楚地以诗性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想象。
当然，楚辞对“屋宇之感”的抒发是多样的，除了直

接抒发之外，还有很多取“屋宇”作为比喻的作品，如
《离骚》的“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
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与“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
菹醢”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三、芳香诗学
除了楚辞在“恋地情结”与“屋宇之感”所建构的

江南想象之外，“芳香诗学”也是很典型的，即在楚辞中

不仅出现了大量的花草植物名称，而且在其中凝聚了

感官的欢愉与记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江南的自然

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因而，这是一种充满“地理个性”的
“芳香诗学”或者满目芳菲的环境生存经验，尤其是与
北方文化相比就更加突出。
从自然地理来看，所属江南的楚地处在长江与汉

水之间，这里气候温润，雨水充沛，汀渚沼泽遍布，土质

肥沃，易生各种植物，尤其是其中的美丽花草，更加得

到人们的钟爱。散见于屈原的《离骚》、《九歌》中的植
物就有一百多种。花草在楚辞中极为典型的体现就是
“香草”的使用，对此，学界已有公认。诸如，其一，以植
物为佩物，“扈江蓠与僻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户服艾
以盈要兮”( 《楚辞·离骚》) 。其二，以花叶为衣裳，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楚辞·离骚》) 。
其三，以植物济饮食，“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
落英”( 《楚辞·离骚》) 、“惠肴蒸兮兰藉”( 《九歌·东
皇太一》) 。其四，以香草沐浴，“浴兰汤兮沐芳”( 《九
歌·云中君》) 。其五，以香草和香木为建材，“播芳椒
兮成堂。桂栋兮兰檫，辛夷楣兮药房”( 《九歌·湘夫
人》) 。其六，以香草之名直呼神灵，乃至成为神灵的代
称。王国璎认为: “诗人登山涉水采摘草木时，所重视
的不是草木的珍贵和芳香的品质，强调的是草木禀赋

的象征意味。”［5］( P26) 也可以说，在楚辞的很多作品
中，往往是把草木的珍贵、芬芳与丰富的象征凝聚在一
起来呈现的，诸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
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
兮，愿竣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
秽。”在此，既表达了抒情主人公作为园丁的情怀，又把
土地的旺盛繁殖力毫不含糊地倾吐出来。另外，屈原
使用香草的主要意图也在于———在遭遇挫折之后，意
欲回归芰荷、芙蓉等初服所象征的“自然”，期望再度经
由身体与自然物的接触，才能自然地与故地的母体融

为一体。
在《少司命》一篇中，同样很典型地集合了多种香

草意象的运用方式: “秋兰兮糜芜，罗生兮堂下。绿叶
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
苦?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
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
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谏长剑兮拥幼艾，荪
独宜兮为民正。”此篇的第一句到第四句先是直接从神
堂景物的“芳香诗学”写起，其中的“荪”就是作为一种
香草直接称呼“少司命”的，而且，最后两句更是以
“荪”直呼神灵并乞求神灵来守护儿童。在第二节文字
中，为了迎接湘夫人的到来，祭神者也同样使用了各种

佳木香草来装饰她的殿堂。除了作为祭神或者作为人
神交接的神秘巫术的作用之外，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

角度来看，这更是一种以来自于“花草”或者“香草”的
浓烈“嗅觉”与“味觉”在空间感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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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在以语言作为材料的文学作品当中描述此

类空间感，但是由于大量、繁复而且交织使用“花草”、
“香草”意象，就使得楚辞的芳香诗学显得尤其强烈或
者浓烈，以至于弥漫于全篇，导致在时间绵延上的强

势，因而，感官的刺激加强就更加强化了内在的空间

感。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曾对这种嗅觉导致的空间
体验做过细微的描述: “我一个人，在我对另一个年代
的回忆中，可以打开心底的橱，那里面只为我自己保存

着一种独一无二的香气，那是暴晒在柳条筐里的葡萄

香气。葡萄的香气! 它是淡淡的香气，必须用很多想
象才能感受到它。”［6］( P13 ) 而在楚辞中的“芳香诗
学”，不仅在江南空间想象的维度贡献极大，而且在美
学的维度上，也拓宽了审美感官不仅仅局限于视觉、听
觉，而且来自于复杂、立体的身体诸觉，“芳香诗学”同
样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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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期吴越审美文化中的江湖与剑道

———以《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为例
吴 海 庆

(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在世人的心目中，吴越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温

婉多情，吴越大地上的江河湖泊在数千年的沧桑岁月

中早已化为指向这一文化特征的符号，正如余秋雨在

谈到西湖时所说的那样，初游西湖者多有旧梦重温的

味道，因为“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事实上，不仅西湖如此，其它如太湖、巢湖、钱塘江和扬
子江等也是如此，还有那数不尽的小溪与荷塘，都在以

自己的潋滟波光诠释着吴越文化的柔婉与多情。然
而，吴越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绝非仅在于此，尤其是当

我们走近吴越早期历史时，在其文化基因中我们感受

更多的是那种山阻水隔的江湖隐忧，是那种为江河湖

山的壮阔和丰饶所支撑的江湖宿命意识，是那种为江

湖的起伏动荡与灵智所激起的争锋精神和侠骨柔肠。
如果说“苏州不喜欢剑戟”，那恐怕只是一种现实语境
遮蔽下的误读而已。
一、挥之不去的江湖忧患
吴越之地属亚热带多雨气候，在古代水利设施极

为落后的条件下，内涝和海潮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深

重的灾难，浩浩之水决定着先民们的命运，所以在汉以

前，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在人们心目中并不是什么地

理优势，相反倒是一种发展经济和谋划事业的巨大障

碍，如管仲所言“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 《管子·水地》) 。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及其所造就
的社会落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心中涌起的不是温

婉的诗情，而是无尽的忧患。因此，在吴越先民心中最
敬畏的便是水神。在吴郡有很多天后宫、天妃宫，宫中

敬奉的是护祐舟楫的天后、天妃，在这些宫门的石坊上
至今仍能见到诸如“神明在迩，各宜恭敬;官吏士民，在
此下马”的字样，从这里我们可以约略窥见吴越先民对
待水神既敬重又畏惧的心情，而敬重又主要源于畏惧。
当然，吴越先民也曾在大禹的领导下取得过对水

患的重大胜利，开创了一个“凤凰栖于树，鸾鸟巢于侧，
麒麟步于庭，百鸟佃于泽”( 《越王无余外传》) 的空前
盛世。但是，事实上这个胜利并未彻底消除吴越人心
中的水患意识，置身于水网之中的吴越人依然为水所

苦，这可以在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的言行中得到印证。
当阖闾接纳谋士白喜的时候，给白喜说的第一句话就

是:“寡人国僻远，东滨海。”(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接下来又问白喜不远千里来到这样一个偏僻的泽国究

竟想干什么? 又能干成什么! 可见阖闾对吴国自然条

件的不自信，至少并不认为面前这些纵横的江湖是自

己称霸天下的优势。越王勾践被夫差击败后，卧薪尝
胆，图谋东山再起，但同样认为多山多水的环境很不利

于越国走向强大。他在同谋士计倪谈话时说:“吾欲伐
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
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浚
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
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
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 《越绝计倪内
经》) 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浩浩之水让勾践忧心忡忡，
尤其是担心在与敌人交战的时候“独受天之殃”，所以
勾践不得不接受范蠡和计倪的建议，把都城迁到“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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